
论文

中国政策执行研究新发展
———一项多重视角的比较分析

丁　 煌　 卫劭华

【摘要】不同理论视角的充分介入，是近年来中国政策执行研究的特征和亮
点。然而，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仍存在缺失。论文对近年来组织经济学视
角、政治分析视角和社会网络视角下中国政策执行研究的主要相关中文文献进
行梳理与析评，关注其中重要的分析概念、模型与研究思路及其贡献和不足，
并对这些研究进行整体比较。作为公共管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中国政策
执行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基于对已有相关研究的梳理与析评，论文尝
试提出联结中国政策执行研究多重视角的着力点，具体可围绕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从各理论视角提供的分析概念、思路与方法等维度出发，更积极地探索彼
此衔接与对话的可能；二是注重理论向实践的充分接入，以充分的理论供给支
撑国家的治理供给。论文力图展现近年来中国政策执行研究的总体图景和相对
重点的研究工作，以期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可以进一步深化和争鸣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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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分析思路

围绕政策执行议题，国外学者大多依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或整合式的途
径开展研究（丁煌、定明捷，２０１０）。其中，大量成果经由华人学者“进口”
至国内，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国外研究的借鉴乃至超越。近年来，国内学者扎
根中国政策执行实践产出了丰硕成果，呈现出良好的研究趋势，而这一趋势中
一个较为显见的特点是多重理论视角对中国政策执行研究领域（以下简称“本
领域”）的充分介入。然而，目前尚缺乏这方面的系统探讨。本文的目的在于对
中文文献中“多重理论视角下中国政策执行研究”的情况进行析评。在此，我
们有必要对本文的分析思路作几点说明。

第一，圈定研究对象。本文所指的“中国政策执行”是略为广义的，不仅
限于中国政策执行现象，还包括那些关注并论述了中国政策执行现象背后的因
果关系机制的文献。第二，明晰析评方式。为了尽可能地展现本领域相对重点
的研究动态，本文将着重析评２０１０年前后至今有关中国政策执行研究的几个重
要理论视角：中国政策执行研究的组织经济学视角、政治分析视角和社会网络
视角。本文涉及的绝大多数文献刊载于相关学科领域的权威期刊。第三，突出
研究主题。本文力图突出这样一个研究主题，即“中国政策执行”是一个极富
理论研究交叉性、研究活力与研究前景的学术领域，同时，各理论视角与中国
政策执行研究的进一步融合对话，可以有力推动本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分节析评各理论视角下本领域的主要研究文献，接着
从整体上对这些研究进行比较并尝试探讨联结这些研究的着力点，最后基于以
上析评与比较作简要延伸讨论。

二、中国政策执行研究的组织经济学视角

组织经济学是一门使用经济学的概念与思路分析组织问题的经济学理论分
支，它提供了诸如交易费用、产权、合约、博弈等分析概念与模型。本节将主
要探讨那些基于以上分析概念与模型的本领域主要研究文献。

（一）“控制权”与政策执行
“控制权”理论（周雪光、练宏，２０１２）强调不同控制权的分离属性及其在

政府组织层级间的配置形式，为解读中国政策执行现象及其背后的政府组织权
威关系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解释。该理论滥觞于组织经济学中不完全合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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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即合约双方都无法将所有或然事件写进合约之中。因此，
合约规定外的资产以及根植于资产的产权束的安排就尤为重要。从这一基点出
发，“控制权”理论将政府组织视为一组合约的联结，“委托方－管理方－代理
方”构成了合约主体的基本关系。合约规定外的资产与组织活动趋同，关于资
产的产权安排相应转换为一组与组织活动有关的控制权（包含目标设定权、检
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的安排，控制权的配置形式决定了政策执行的具体机
制及其背后体现的组织间权威关系。在“控制权”理论看来，所有控制权向委
托方的集中，使政府的政策执行机制表现为“高度关联型”的治理模式，此时
政府会使用运动式执行机制执行政策；当委托方保留目标设定权与检查验收权，
管理方掌握激励分配权，政策执行机制表现出“发包制”的特征；当委托方保
留目标设定权并将其余控制权下放至管理方时，政策执行机制表现出“松散关
联型”的特征。

这里不难发现，在“控制权”理论中，代理方是不掌握控制权的。模型中
的管理方一定程度上被当作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方进行处理。但在中国的
政策执行实践中，作为代理方的基层政府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执行机器，它对
执行结果的影响远比想象中要大（吕德文，２０２２）。循着这一思考，我们很自然
会产生一个疑问：在三方关系中，如果控制权可以部分配置给代理方，此时政
策执行机制及其背后的组织间权威关系又会表现出怎样的特征？对这一问题的
解答将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基层政策执行实际的认识。总的来看，“控制权”理论
将不完全合约模型导入至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分析之中，整体上完整解释了政
策执行过程中的政府行为，推动了本领域的知识增长。也正是由于他们的研究，
“合约”与“产权”的概念及其转化性应用已成为本领域中一个较为流行的
方向。

既然控制权的不同配置形式决定不同的政策执行机制，那么不同政策执行
机制的选择标准和转换条件是什么？数学上，在最优化模型中，反映具体产权
安排的合约特征可以用一组包含主体目标函数及其面临的约束条件的拉氏方程
组表示出来，且当这些约束发生变化时，模型的解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有研究
沿着“控制权”的理论思路，从合约设计的角度出发，利用数理经济的最优化
模型对该问题作了正式解答（姚东等，２０２１）。这一研究以“组织效能一致
前提下的组织成本最小化”为合约的选择标准，展示了不同政策属性（任务难
度、验收难度、任务风险）权衡的条件下，最优政策执行机制的静态选择与动
态转换规律。总结来看，这一研究对“控制权”理论做了三点递进性补充。

第一，利用了更为严谨的分析工具，弥补了“控制权”理论对政策执行机
制选择与转换条件讨论的缺失。第二，他们的研究使政策属性在“控制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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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不再是中立的，提高了理论的解释力。事实上，政策属性与政策执行之间
的关系是一个亟待学界关注的议题（赵静、薛澜，２０２１），不同属性的政策往往
会有不同的执行效果（崔晶，２０２２ｂ）。第三，这一研究注意到了风险对政策执
行机制选择与转换的影响。此外，这一研究与采用文字式分析的相关研究（周
雪光、练宏，２０１２）组成了“控制权”理论建构的两个维度，两者相得益彰，
是本领域的研究典范。

遗憾的是，在这一研究中，作为代理方的基层政府在控制权的配置格局中
仍是缺失的。除开这一点，笔者想尝试性地提供一个思路来进一步检验与补充
他们的研究，即从变换机制选择的标准入手，将相关标准从“组织效能一致前
提下的组织成本最小化”，转向“组织成本一致前提下的组织效能最大化”。这
一变换思路源于笔者对新古典经济学中成本与生产理论的借鉴。在新古典经济
学中，“成本最小化”与“产量最大化”是一组对偶问题，理性的厂商会在产
量给定的情况下追求成本最小化，相应也会在成本给定的情况下追求产量最大
化。从这一组对偶问题出发得到的扩展线，对于理解厂商组织的均衡和最优决
策具有重要意义。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分析思路或可补充和完善这一研究，一
方面能够侧面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另一方面能够提炼和加深对最优政策执
行机制的认识。

总的来看，基于文字式分析和数理建模分析构建的“控制权”理论已经形
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框架，也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当然，该理论仍有进一
步完善的必要。第一，需要廓清一些分析概念，特别是与“产权”相关的概念。
例如，可被配置的“产权”，应用在本领域中是指“权利”还是“权力”（ｒｉｇｈｔｓ
ｏｒ ｐｏｗｅｒ）。对相关概念理解和认识的准确程度，将直接影响学者们能否顺利将
组织经济学的分析概念引介过来。第二，需要细致考虑政策执行过程中多元主
体的风险倾向。虽然姚东等的研究考虑到了风险对政策执行的影响，但那里
的风险仅作为政策属性之一被纳入分析中。事实上，合约主体的风险倾向对合
约关系的走向至关重要（Ｈａｄｆｉｅｌｄ，１９９０）。这不仅会影响剩余控制权在合约主
体间的安排，更涉及主体间剩余风险分担等问题（Ｆａｍａ ＆ Ｊｅｎｓｅｎ，１９８３）。经验
研究也表明，执行主体的风险倾向并不一定是“风险中立”的（任鹏，２０１５；
王仁和、任柳青，２０２１）。当我们将不确定性与风险纳入到“控制权”理论当
中，“期望效用函数”或将取代“传统效用函数”并处于理论建构的中心地位，
这将推动该理论进一步走向精细化。

（二）“行政发包制”与政策执行
“行政发包制”（周黎安，２０１４）起始于对组织经济学一直以来关注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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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的思考。经济生活中的交易关系应该“更为市场”还是“更为科层”，以
及“更为科层”的企业的规模边界到底在哪里？这一议题可以引申为对“企业
内合约关系”与“企业间合约关系”（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 Ｈａｒｔ，１９８６）的关注。前者体
现为建立在行政（纵向）一体化指令之上的雇佣制关系，后者体现为建立在市
场交易之上的外包制关系。“行政发包制”是在对两者进行对比剖析的基础上形
成的一个介于科层制与外包制之间的中间概念。“行政发包制”视角下的政策执
行过程可以简括如下。首先，“发包方”设立政策目标，并将政策任务发包至
“承包方”；其次，“发包方”定期检查与评估“承包方”的政策执行效果，以
确保“承包方”按约完成政策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发包方”始终拥有正式
权威与剩余控制权，“承包方”保留相对充分的剩余激励和自由裁量权。在学者
周黎安看来，作为一种具有外包特征的政策执行模式，“行政发包制”与韦伯意
义上的“科层制”有着明显的不同，主要体现在“行政发包制”中“承包方”
有着强激励和充分自主性，而“科层制”政策执行模式的组织间关系的整合性
和一体化程度更强。

这里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科层制”与“行政发包制”到底是并列关系，还
是后者只是前者的一种表现形式？首先，在韦伯那里，“科层制”与企业管理体
制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近代资本主义的各个企业，本身通常也就是无可
匹敌的、严密官僚制组织的模范”（韦伯，２００４：４６）。因此，应该说带有某种
外包色彩的“行政发包制”与“科层制”之间存在交集，这意味着两者之间的
关系仍有待进一步理清。其次，相比于“控制权”理论，“行政发包制”关注
并分析了政策执行过程中主体的风险偏好，这是一个进步。但该理论主要关注
主体的“风险厌恶”倾向，即强调“发包方”掌握的正式权威和剩余控制权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承包方”执行行为带来的统治风险。然而，如前所述，
“发包方”也有可能是“风险追求”的。例如，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区政
策执行过程中，中央政府作为“发包方”就具备一定的冒险倾向。因此，“行政
发包制”如何将以上反映中国政策执行特色的实践更好地包容进来，仍是一个
值得思考的课题。

与“行政发包制”类似，“项目制”也是对中国政策执行机制的一种概括。
“行政发包制”强调为“承包方”配置与剩余激励有关的权力，“项目制”则更
为具体地回答了这些权力如何配置的问题。具体而言，在权力下移过程中，大
量执行资源依托政策项目尽可能地绕过中间科层直达执行层，以提高执行资源
的利用率（渠敬东，２０１２；陈家建，２０１３）。有研究将这一过程进一步总结为一
种分级的政策执行机制（折晓叶、陈婴婴，２０１１）：国家部门负责“发包”，中
间地方负责“打包”，基层乡镇负责“抓包”。当然，执行主体对不同领域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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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项目会有不同的反应（陈水生，２０１４），如文化惠民工程是一种难有短期回报
的政策项目，而一些与经济绩效高度相关的项目则需要地方政府通过竞争的方
式向中央争取，明显后者更受欢迎。

另外，从对“项目制”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践的挖掘出发，学者叶敏和熊万
胜（２０１３）完整地提出了一种区别于“试点”的中国式政策执行机制———“示
范”，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化建构。在他们看来，“示范”的目的通常是展示相对
成熟的治理经验，而“试点”更具有探索性。换言之，“试点”可以失败，“示
范”则应尽可能成功。也有研究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示范”仅是“试点”
的一个阶段，只不过一个条件良好、相对成熟的“试点”更容易成为“示范”
（刘志鹏等，２０２２）。但无论如何，以上研究在广泛的“试点”研究中另辟蹊
径，逐步形成了对“政策试验主义”的新的理解与认识。

（三）博弈论与政策执行
组织经济学中的博弈论是用来分析政策执行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对博弈

论与政策执行研究之间关系的讨论起始于学者Ｏｔｏｏｌｅ （１９９５）一篇广为引用的
文章。在这篇文章中，Ｏｔｏｏｌｅ前瞻性地探讨了博弈论对本领域可能的贡献，并
提出了博弈论应用的两种路径：其一，通过正式的博弈论模型抽象出政策执行
实践的一般规律；其二，使用博弈论的思路与概念术语进行研究，以涵盖正式
模型触及不到的一些分析死角。循着Ｏｔｏｏｌｅ的这一思路，本领域产生了一大批
具有相当规模与影响的研究文献，这些文献共同组成了政策执行研究的“博弈”
流派。

在国内，笔者较早地尝试构建博弈模型分析了中国场景下的政策执行问题
（丁煌、定明捷，２００４），并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出发，提出政策执行的
“逆向选择”（丁煌、李晓飞，２０１０ａ）和“道德风险”机制（丁煌、李晓飞，
２０１０ｂ），力图对政策执行阻滞成因进行学理层面的概括。此后，学界多从府际
关系切入，将博弈论运用于政策执行研究，分析颇为新颖有力。从博弈论角度
看，地方政府在一项具有高度谋利可能的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会对政府间的原
初协议进行偏离。这种可被统称为地方政府“机会主义”的现象是博弈论和政
策执行研究的交叉热点，因而引发了部分学者的研究兴趣（周雪光、练宏，
２０１１；彭茜、姚锐敏，２０２１；王明等，２０２１）。

以博弈论为代表的理论方法使得本领域研究（至少在形式上）有了更加严
谨的假设、论证和表述。关于博弈论在本领域的应用情况，本文无法再细致讨
论，笔者将在另外的研究中予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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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体评价
总之，学者们使用了组织经济学视角下的部分分析概念与模型，研究了中

国政策执行现象及其背后的因果机制。从分析方法的角度来看，文字式分析能
够较好地避免数学工具过于抽象的不足，为理论与真实世界的充分结合提供了
足够空间。但过于“包容”的分析思路，也使得研究存在概念模糊甚至冲突、
结论因未经严格推导而不够严谨等问题。通过数学工具构建分析模型，能使研
究结论更为精确，但由于这种高度的抽象，部分理论模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并
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从研究论证的角度来看，这部分文献无疑为本领域提供了
有力的分析概念和模型，其优势是概念比较具体、逻辑链条清晰、理论建构过
程相对严密。但在一定程度上，过多强调政策执行的“市场特征”，执着于
“成本－收益”关系的考量，会使研究的可伸缩性大打折扣。笔者认为，这也是
组织经济学视角下本领域研究的最大缺陷。绝大多数研究执着于“理性计算”，
似乎政策执行的路径模式可以“随心所欲”地根据成本－收益关系自如切换。
现实中，正式政策的执行背后存在着大量的非正式因素。如果不把这些情况考
虑进来，基于组织经济学理论提炼的一系列分析概念与模型又何尝不是运行在
真空之中？

事实上，组织经济学中一些其他概念的引介与运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相关研究的缺陷，但这些概念很大程度上被本领域学者们忽略掉了。笔者试
举两个例子以供参考。

一个是“雇主权威” （Ｓｉｍｏｎ，１９５１），另一个是“组织文化” （Ｍｉｌｌｅｒ，
１９９２）。以上两个理论概念都认为，现实中不可能完全设计一个最优激励机制来
诱导代理人的合意行为，思考的重心应该从激励机制转移到其他方面。从“雇
主权威”的角度来看，组织虽是一系列合约的联结，但这些联结是在某种权威
及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建立起来的。委托方是组织的中心，他有权决定组织运
行的一些活动，也必须小心谨慎地使用自己的权威以保证组织的稳定。“组织文
化”则强调，管理者的任务不仅要设计正式的激励机制，还要向下属灌输组织
思想。这一思想应该能在组织成员间形成一种规范，让他们知晓当情况发生变
化时该如何行动。久而久之，这些思想原则将固化为组织的某种特性并得以传
承。可以发现，“雇主权威”侧重组织权能的影响，“组织文化”则侧重管理者
个人特质及文化观念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讲，两者并不是组织经济学的主流，
但却与接下来要讨论的另外两个理论视角下的本领域研究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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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政策执行研究的政治分析视角

历史地看，政策执行研究肇始于政治学学者Ｐｒｅｓｓｍａｉｎ和Ｗｉｌｄａｖｓｋｙ （１９７３）
对政策执行失败问题的关注，他们的研究使得“政策执行”成为一个独立的政
策科学分支并逐渐发展起来。近年来，政治分析视角对本领域的介入相较以往
更具深度与广度。政治分析视角隐含在它对各种政治体系和政治行为的解释之
中，政治体系是政治关系的组织和制度的体现，政治行为涉及更为微观层次的
主体活动（王浦劬等，２０１８）。这一领域的文献侧重于从国家能力、横向晋升竞
争制度与纵向压力型制度、临时性组织机制以及政治角色等维度切入进行研究。

（一）国家能力与政策执行
近年来，国家能力是政治分析视角发展出的一个解释中国政策执行问题的

重要理论概念。按照普遍的定义，国家能力体现为国家通过征取税收、提供秩
序、使用暴力等方式实现政策目标的能力。因此，国家执行并实现其政策目标
的效能是衡量国家能力的一个核心标准。其中，资源汲取机制和权能强制机制
是国家能力的两个关键构件（王绍光，２０１４）。

国家的资源汲取机制暗含着与政策执行相关的两个要点。其一，政策执行
与政策资源密切相关；其二，如何获得政策资源是提升政策执行效能必须考虑
的一个现实问题（薛澜、赵静，２０１７；吕芳，２０２３）。国家的资源汲取路径是一
个复杂的政治分析议题。横向上不同的国家、纵向上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
国家的资源汲取能力、机制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质与规律。有学者指出，理性
科层化的国家组织整体上具备较高的资源汲取能力，这一点也得到了主流国家
能力理论和现实治理实践的部分验证（周黎安，２０２２）。

近年来，我国权能强制机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已积累了相当
规模的文献，其中以学者贺东航和孔繁斌（２０１１，２０１９，２０２０）的一系列研究
为代表。这些研究提出、发展与完善了政策执行的“政治势能”机制，并以我
国近２０年农村林改过程为例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认为，国家通过释放政
策蕴含的“政治势能”的强弱信号来影响地方政府的执行判断，较高“政治势
能”的政策会以“高位推动”的方式迅速铺开。可以说，“政治势能”很好地
体现了中国国家权能强制力在推动政策执行过程中发挥的强大作用，是中国特
色政治权力赋予政策执行的内在特点。但是，过于强调政策执行的“政治”属
性，难免会掩盖执行过程中利益主体的行为博弈性和关系复杂性（杨书文、薛
立强，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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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横向晋升竞争制度、纵向压力型制度与政策执行
政策执行会受到政治制度的显著约束。在我国，横向晋升竞争制度和纵向

压力型制度是当前政策执行面临的两种典型的制度约束。晋升竞争制度通过加
入相关考核指标和工作责任制，以职位晋升激励的形式促使执行主体重视政策
任务，推动政策执行（任丙强，２０１８）。在常规目标考核的激励效应受到削弱的
情况下，压力型制度便会发挥作用，以保证政策执行。但是，制度结构中压力
传递的方式和力度会使政策执行处于波动之中（黄冬娅，２０２０）。有研究也关注
到了这一波动现象，认为我国基层政策执行过程存在“运动执行”和“消极执
行”的交替波动规律（陈家建、张琼文，２０１５）。何以出现执行的波动规律？
具体而言，在当前的制度条件下，一方面，政策制定权与执行权的分离，使得
部分政策存在“水土不服”现象；另一方面，压力型制度在保证上级对下级拥
有较强控制力的同时，也为下级政府提供了一个可供变通的“容纳”机制，使
其能够采用不同的政策执行方式适应变化着的执行压力（张翔，２０１９）。由此可
见，执行主体不只是被动受制度的影响，也会利用制度的弹性（或漏洞）与上
级展开博弈。例如，有研究发现，基层执行主体有时不仅不反感“层层加码”
行为，反而会利用压力型制度提供的契机主动“加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后
期可能的避责行为留下空间（凌争，２０２０）。

（三）临时性组织机制与政策执行
自韦伯以降，大量学者分析论证了正式科层组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展现的

强大优势和能力，且就此形成了规模浩大的研究积累和颇为一致的共识。
近年来，本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正式科层组织带来的弊端（李瑞

昌，２０１２；孙宗锋、孙悦，２０１９；贺芒、陈彪，２０２０）。其中一部分文献致力于
揭示中国政治运行中独具特色的临时性组织机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并对这些机制的产生、运行等给出了一个自成体系的解释。这些研究指出，中
国各级政府在面对一项非常规政策任务时，有时会在组织内部创造诸如领导小
组（赖静萍、刘晖，２０１１；原超、李妮，２０１７）、指挥部（任宇东、王毅杰，
２０１９；徐明强、许汉泽，２０１９）、工作专班（刘柯、谢新水，２０２３）等临时性
组织机制以完成之。这种临时性组织机制兼具权威性和灵活性双重特征，能够
有效克服因正式科层组织僵化而带来的执行阻滞困境。然而，当前学界大多以
并列视角看待以上诸种临时性组织机制，尚需研究对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进
行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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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角色与政策执行
无论是国家能力，还是政治制度、组织，它们都属于宏观政治分析的范畴，

而对政治角色的关注属于微观政治分析的范畴（王浦劬等，２０１８）。具体而言，
学者们主要关注政治角色中的“上下两端”，即关键领导和街头官僚在政策执行
中的作用。
１ ． 关键领导与政策执行
关键领导的注意力被认为是我国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机制，这一机

制可以为执行主体提供强激励与约束（庞明礼，２０１９）。尽管如此，也有学者对
此持保留意见。例如，有实证研究基于对中国２５９个地级行政区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
间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地方环境注意力与环境政策执行力之间存在倒Ｕ形关
系（张坤鑫，２０２１）。这一倒Ｕ形关系引发了笔者的思考：领导注意力资源对
政策执行力的影响机制，似乎与主流经济学中短期生产函数中的可变生产要素
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具有某种相似性。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当执行主
体拥有并投入使用超过自身承载力的政策资源时，某项政策是否能像我们直观
感受的那样，得到更好的执行效果？该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笔者认为，以上研究出现分歧的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政策类型一定程
度上影响关键领导注意力作用的发挥。例如，经济类政策更易在短期内产生效
益和绩效，而环境整治类政策则反之。第二，政策执行的“时间差”也是一个
重要因素（曹佳，２０２０）。有些政策的执行周期短，关键领导注意力作用的发挥
足以贯穿全程。如果某项政策需要跨期执行，则注意力资源或许会受边际报酬
递减规律的影响。由此也提醒我们，在政策执行研究过程中，需要对一些关键
变量进行严格控制，并基于科学原则做好对照，否则会影响研究的解释力。
２ ． 街头官僚与政策执行
近年来，有一部分基于街头官僚理论研究一线政策执行问题的文献，与政

治分析视角下本领域其他的研究工作齐头并进。这部分文献主要探讨约束较少
的基层政策执行主体如何运用相对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执行上级政策及其影响。

总体来说，这部分文献普遍将政策执行视为经由一线执行者再设计的一种
政策活动。其中，绝大多数学者关注街头官僚对政策执行效果的负面影响。街
头官僚自身的理性经济人特性决定其在信息不对称的官僚体制中倾向于产生机
会主义行为（韩志明，２０１３）。学者刘鹏和刘志鹏（２０１４）对此进行了实证检
验，他们聚焦于基层食品监管执法过程，将街头官僚政策变通执行的表现形式
分为政策敷衍、政策附加、政策替换和政策抵制四种类型，揭示了政策变通执
行现象背后的机理。此外，街头官僚不仅是导致政策执行失效的直接因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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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中介因素（杨帆、王诗宗，２０１６；李伟权、黄扬，２０１９）。例如，学者韩
万渠（２０１６）发现，上级的政策任务与基层乡土文化脱嵌，会造成基层街头官
僚的身份困境，进而导致政策执行过程的变异。可见，街头官僚极易受到所处
场域的影响，场域内因素的变化会导致街头官僚的行为产生波动（陈那波、卢
施羽，２０１３）。即便如此，也有少部分学者对以上观点持不同看法，认为街头官
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执行效果。一方面，街头官僚作为政策执行过程中的
关键学习者，可以将复杂政策任务简单化，助力政策落地（宋雄伟、张婧婧，
２０１８）。另一方面，街头官僚也可以作为政策创新者，在“压力型体制下完成任
务、锦标赛体制下打造亮点、象征性赋权下获取资源”（黄扬、陈天祥，２０２０：
７４），创新、营销、执行、推广政策方案。

虽然以上研究经常以对立的姿态出现，但它们从不同侧面展现了执行主体
角色与功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然而，街头官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消解或
提高政策执行效能，尚需更多经验证据予以证明。

（四）总体评价
从上文可以看出，政治分析视角下的本领域研究整体上涵盖较为全面，但

仍有所侧重。大多较具影响力的研究文献特别重视展现影响中国政策执行的宏
观政治因素，这使得研究整体稍显“悬浮”。然而，政策归根到底是由“人”
来执行的，国家能力、政治制度和组织并不只是独立的外生参数，而是以“人”
为中介才能发挥作用。在此前提下，抛却对政策执行过程中“人”的因素的讨
论，就无法深入揭示国家能力、政治制度和组织与政策执行之间的机制联系。

值得肯定的是，部分文献还是关注到了政治角色发挥的作用，只是这方面
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未来对这一议题还需在当前基础上深入推进。同时，
基于对实际政策执行过程的近距离观察进行研究的文献数量较少。当然，这或
许可以归因于现如今真正接近实际政策执行过程的机会确实难得，也可能与近
年来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侧重量化分析的研究取向有关。此外，无论是组织经
济还是政治分析视角下的研究，整体上都将政府视为政策执行的单一行动者，
缺乏对政策受众的观照。例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和社会是如何互动的？
在受“差序格局”与“人情世故”广泛支配的基层，政策执行会呈现出怎样的
特征？由这些非正式关系引致的策略性变通执行实践，其背后的逻辑为何？当
我们进一步追问，改善中国政策执行的路径何在，如果没有对上述问题的回应，
答案似乎只能从“官方”视角切入，围绕国家能力、制度、组织与执行人员等
要素进行思考。可见，离开了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分析显然难以深入。这部分
缺失，在社会网络视角下的本领域研究中得到了部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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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政策执行研究的社会网络视角

社会网络关注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形成的社会结构的特征与功能（张存
刚等，２００４）。社会网络视角下的相关研究大多以对中国基层政策实践的田野观
察为起点，旨在揭示这些政策实践背后的社会机制。

（一）镇－村关系网络与政策执行
乡镇干部与村干部交织的网络关系，会直接影响基层政策执行效果（陶郁

等，２０１６）。例如，有研究发现，在国家提倡乡村自治运动的背景下，浙江温州
农村的乡镇干部与村干部通过结成的镇－村干部联盟垄断了实际的政策执行权，
为执行扭曲埋下了伏笔（赵蜜、方文，２０１３）。学者狄金华（２０１９）进一步揭
示了这种联盟关系的联结机制：一方面，乡镇政府会通过权力支配与利益置换
等方式形成权力－利益之网，促使村干部在政策执行上与其保持一致；另一方
面，也会通过政治伦理与社会伦理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公私之网”，确保村干部
的行为与其预期相同。学者张永宏和李静君（２０１２）的研究有所补充，他们认
为，不仅执行主体之间会结成网络关系，作为政策受众的民众与执行主体之间
同样会形成网络关系。在他们看来，面对一项高冲突性的政策，基层政府会通
过物质让步、程序同意等手段，将民众吸纳进执行网络中形成利益共同体，从
而缓解政策执行的阻滞问题。

可以发现，这些研究将研究对象锁定在乡镇政府和村两委上，也有研究将
村民纳入其中。但在村民势力较为组织化的乡村社会中，政策执行又会展现出
何种逻辑？以上研究并未重视这一问题。

（二）宗族势力与政策执行
在前述研究中，执行主体面对的大多是较为分散的政策受众。然而，当一

项政策在宗族势力较强的地区执行时，情况就会复杂得多。在相关文献中，彭
玉生（２００９）和吕萍、胡元瑞（２０２０）等学者的研究揭示了政策执行背后的宗
族社会机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更为关键的是，这两篇文献典型地说明了
政策执行过程中宗族作用的“正反”两面。前一研究揭示了宗族关系网络对刚
性政策执行过程的软化机理，后一研究则展现了基层政府如何巧妙地运用宗族
势力“顺水推舟”，实现政策落地。

前一研究起始于一个质疑。既有研究都将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执行归因于
我国强大的基层政权，似乎国家能力完全压制了民众的抵抗，但事实可能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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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该研究的核心观点是，当正式政策与非正式规范发生冲突时，宗族网络
的规范约束力会增加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成本，降低执行效能。该研究从对正
式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关系、宗族的历史脉络的讨论延展开来，发现宗族对政策
执行的抵制一般有政策规避和集体抵抗两种方式：政策规避是指由宗族实际掌
控的村庄对国家政策阳奉阴违、不以为意；集体抵抗是指宗族成员以族人为后
盾，通过集体抗争的方式主动与上级展开博弈。为验证其理论观点，该研究以
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４年的两个村级相关数据样本为基础，发现宗族关系强度越高的村
庄，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抵抗程度就越强，生育率就越高。这一研究将扎实的理
论推演、丰富的历史叙事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堪称典范。遗憾的是，对基层政
策执行特别是其背后的宗族关系的研究，定量分析得到的结论似乎难有充足的
说服力，而是更应以细致的田野调查和充分的案例材料为佐证。

后一研究在前一研究的基础上，承认宗族对政策执行的抵制性，同时挖掘
了宗族在推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该研究提出了“人情式政策动员”
的概念：基层政府通过给予宗族代表政治地位与荣誉、社会声望等方式，“收
买”宗族代表作为“政策执行人”，再由宗族代表通过“人情”和“面子”与
其他宗族成员展开互动，最终实现政策动员。该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探讨了权
力渗透度低的宗族型村庄的政策执行逻辑，展现了在宗族型社会中执行政策的
复杂性。从中可以看到，一项政策若要在宗族场域中落地，宗族代表具有关键
作用。

如前所述，这两项研究探讨了政策执行背后的宗族社会机制，呈现了分歧
性的结论。笔者认为，这可能由两点原因导致。其一，政策性质不同。前一研
究探讨的是一种“极值”情况。综览改革开放时期各领域的政策实践，计划生
育政策的执行强度事实上已经逼近一项政策可抵达的极限，这一点无论在学界
还是实务界皆是共识。恰巧，延续香火是中国宗族社会中最为根深蒂固的观念。
科层与宗族之间的碰撞在彭玉生的研究中更为激烈，因此后一研究提出的“人
情式政策动员”恐难以奏效。其二，官方对宗族乡贤等非正式力量的看法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产生了改变。如今的理论界与实务界都开始关注宗族的治理能力，
甚至鼓励这些非正式力量的普及，使其能够作为国家治理的补充。当然，分歧
的背后是研究可推进的契机。就笔者目之所及的文献，宗族与政策执行之间的
因果关系仍是一个显见的研究增长点。

（三）总体评价
现实中，公共政策多依托层级制的组织结构与非人格化的程序技术来执行，

这使得学者们习惯站在工具理性角度进行分析。社会网络视角为政策执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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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独特的气质风格，是学者们克服理性主义范式弊端的重要探索。
具体而言，这些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这些研究的视角更加“基

层”。在中国的政府体系中，乡镇一级承担着大量的实际任务。执行情境的权宜
性和紧迫性使得基层的政策实践带有明显的策略主义色彩（冯猛，２０１７）。社会
网络视角的相关文献致力于捕捉政策执行过程中大量变化着的细枝末节，一定
程度上克服了具象事件中因果链条的隐蔽性和多重性，有助于提升机制挖掘的
信效度，为理解中国政策执行现象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第二，这些研究从
对基层的关注出发，在促进对中国政策执行特殊经验的提炼，以及对其背后所
体现的更加宏大的制度和文化背景的观照两方面有所助益。现代中国的政策执
行实践及其转型受制于独特的制度文化特性（吴少微、杨忠，２０１７），它不是本
土旧的治理传统的简单线性演进，更与西方政策执行模式的发展转型有着质的
区别。于政策实践的细微处建立“文化自觉”，是这些文献的一大风格，学者们
对政策执行背后宗族机制的探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当然，相关研究仍有推进的必要。一方面，我们很难感受到社会网络视角
下的相关研究有对过往研究不断继承与更新的过程。另一方面，过于拘泥于近
距离的田野观察，会使案例研究的方法缺陷被进一步放大。例如，这些文献所
指向的“微型政策实践”，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概括国情复杂的中国？除
此之外，相关研究缺乏明确的条件分析。例如，到底在怎样的条件下，宗族阻
碍或者助推了政策执行？非正式关系与正式政策执行的互动边界在哪？尚未有
研究对这些问题作出系统回答。

五、中国政策执行研究的多视角比较

前文展现了近年来各理论视角下本领域相对重点的研究文献，评价了它们
各自的贡献、局限以及可待推进的空间。本节将在前文基础上，从核心概念、
分析逻辑、分析层次等维度出发，对这些研究做进一步比较，同时将尝试探讨
联结这些研究的着力点，以期说明本领域研究的多重视角是相互支撑与补充的，
加强彼此间的交流将会推动本领域的发展和繁荣。

（一）总体比较
组织经济学视角的研究文献涉及的核心概念包括“激励”“产权”“合约”

和“博弈”等。这些研究主要从机制设计的角度出发，强调“产权”配置形式
与政策执行之间的因果关系。换言之，这些研究强调如何通过完善的激励机制，
引导执行主体有效合意的执行行为。可以发现，这一思路体现了基于成本－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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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权衡的效率逻辑，在分析层次上普遍将政府组织视为一个由合约联结的控制
系统。这些研究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一系列有分析力度的概念与模型，且这些概
念与模型有着较强的条件性。同时，有两点需要格外注意。第一，政府治理与
市场治理有着质的区别，对组织经济学相关理论概念的借用应该严谨并充分地
考察其适用性；第二，组织经济学对于不确定性与风险的关注应该引起足够重
视。事实上，不确定性与风险在经济学中有着一套自成体系的解释框架，两者
的引入极大地推动了这门学科的范式革新。如果我们将不确定性与风险充分引
入本领域的研究中，执行过程中利益主体的成本－收益关系将与已有研究所呈
现的显著不同。可以预见的是，这一不同以及就此的分析将成为本领域学者施
展学术抱负的广阔空间。

政治分析视角的研究文献涉及的核心概念包括“国家” “汲取” “权能”
“晋升”“官僚”等，主要强调这些政治因素与政策执行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些
研究体现了基于制度环境的规范逻辑，即政策执行机制的选择不仅要合乎“效
率”，还要合乎“政治意志”。由此可以看到，在这些研究中，存在着大量非效
率指向的政策执行实践。这些研究的贡献在于，研究整体上涵盖全面，且各模
块之间逻辑关系较为清晰，层次较为分明。具体而言，相关研究以对政策执行
过程中国家能力的机制性作用的关注开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政治制度
与组织———国家能力所依托的中介———与政策执行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落脚到
对更为微观的政治角色的关注。其主要不足之处在于，较少研究从近距离的政
策实践着眼，思考和凝练纷繁复杂执行现象背后的联系与规律。

前两个视角下的相关研究大多将政策执行视为政府的“独角戏”。社会网络
视角的研究文献则探讨了处于科层之外的社会因素与政策执行之间的因果关系。
这支研究主要体现了基于社会因素的“惯例－认知”逻辑，即强调文化惯例传
统及植根于其上的大量非正式社会网络关系对政策执行机制过程的影响。在这
一逻辑下，执行主体关于“执行”的认知过程是由科层组织之外的文化惯例
“塑造”的。这些研究主要涉及基层政府与社会层次的分析。其贡献在于敏锐地
捕捉到了基层政策执行实践中大量的细枝末节，并在此基础上为理解中国特色
政策执行场景打开了一个极为微观的窗口。但其不足之处在于，相关研究之间
的关联大多是零散甚至是间断的，难以体现明显的知识积累与整合凝练过程，
缺乏连通性与渗透性较强的理论成果。

从上文分析可以发现，各理论视角下的研究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大致的互补
与支撑关系。多重视角间的联系交流，能够从整体上形成并深化对本领域研究
的把握和认识。另外，笔者特别提请读者们注意组织经济学视角的相关研究，
因为近年来这些研究大有成为主流的趋势。此外，这些研究提供的一系列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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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方法与课题，对于将政策执行乃至政策科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的研究领域有着重要的价值。

以上研究在发展政策科学、凝集学人志趣、形成学术共同体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相关文献大多处于平行世界中，彼此缺乏交流对话。鉴于此，笔
者认为，应该进一步打通壁垒，充分实现彼此的衔接与对话。

（二）联结各理论视角下本领域研究的着力点
公共政策研究不仅与政治学有关，还必然涉及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问

题（朱光磊，２００８）。一方面，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权力等资源配置不只是一个单
纯的政治现象，还是一种与激励有关的经济现象；另一方面，组织经济学对本
领域的介入尽管产生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成果，但对政策执行的研究不能不考虑
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政策执行也
必须考虑基层社会的诉求（周仁标，２０１４），否则就会导致政策失败。正是因为
近年来本领域各理论视角下的研究有其优劣，因而决定了对中国政策执行的研
究需要有一种综合的视角。然而，如何建立综合型框架，是本领域面临的一项
挑战（杨宏山，２０１４）。笔者抛砖引玉，供学者们参考。

第一，从各理论视角的分析概念、理论思路与研究方法入手，探讨相关研
究联结的可能。首先，一些分析概念之间存在关联。例如，关于政策执行过程
中主体间关系的表述：组织经济学用委托－代理来概括，政治分析视角强调基
于科层权威的“府际关系”，社会网络视角则使用基于基层利益与情感联结的
“网络联盟”概念。再有，关于执行主体驱动因素的概括，组织经济学视角多用
“激励”，政治分析视角多用“命令”，社会网络视角则使用过诸如“人情”“面
子”等概念。这些概念虽表达各异，但也可以深入挖掘它们之间实现联通的可
能性。其次，部分理论思路存在相互延伸的可能。这一点强调理论视角的相互
借鉴。例如，政治分析视角的研究可以引入组织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思路，
强化对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激励、信息和资源配置等问题的关注。同时，组织经
济学关于“雇主权威”和“组织文化”的论述，与政治分析视角的科层权威和
政治心理等也存在相互交融的可能。另外，社会网络视角强调政策执行背后非
正式关系的影响，这一理论思路可以起到补充作用。比如，社会网络理论就主
体双边关系的关注，对组织经济学中不完全合约理论的完善有一定意义。一些
政治分析视角的研究也将社会网络与行政控制结合起来，分析了基层的政策执
行问题（王诗宗、杨帆，２０１８；崔晶，２０２２ａ）。最后，研究方法可以相互借鉴。
例如，组织经济学和政治分析视角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强调对政策执行过程特别
是基层政策执行过程的关注（崔晶，２０２０），通过借鉴社会学惯用的田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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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力图对真实世界的政策执行有更为细节的把握。政治分析与社会网络视角
的相关研究也在借鉴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方法，例如数理建模等，这一点在本领
域的“博弈”流派中表现的最为典型和明显。

第二，注重理论向实践的充分接入。社会科学研究强调“中国经验”的理
论提炼，这一点业已成为学界共识，但笔者认为，学术研究不应只是“中国经
验”的自说自话，“中国检验”与“中国体验”同样重要。“中国经验”“中国
检验”与“中国体验”分别指向理论界、实务界与公众三个不同层次，也涵盖
了国家发展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领域。其中，“中国经验”成果是桥接“中国
检验”和“中国体验”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检验”意味着“中国
经验”的向上生长，“中国体验”意味着“中国经验”的向下扎根，即中国政
策执行研究成果的有效性，既要让政府“检验”到，又要让公众“体验”到。
我们需要思考，一方面，在强调“中国经验”的背景下，基于中国政策执行实
践提炼的理论分析思路与模型，能否再循环至实践中接受实务界的检验；另一
方面，政策执行研究的学术成果在优化治理实践的同时，能否让公众真正体验
到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在“中国经验－中国检验－中国体验”有机结合的过
程中，可以充分展现不同理论视角下优秀研究成果的解释和适应能力，也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触发学术研究的竞争机制，从实践中发现当前研究特别是单一视
角研究存在的缺陷，以便其他视角的研究能够及时对照与补充。

六、延伸讨论

鸟瞰近年来中国政策执行研究的学术版图，我们不难发现，这一领域无论
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了明显进步。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不同理论视角对本
领域的充分介入。与此同时，这一理论视角多元化的研究趋势也为公共管理与
公共政策领域的学者带来了一个挑战：作为政策执行研究的主阵地，本领域学
者要怎样在这一视角交融的过程中突出自己的研究特色并站稳脚跟。关于这一
挑战的应对，应该说学界目前还缺乏更加清晰的认识。但是，笔者总体上认为，
新时期的中国政策执行研究应根基于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学的学科语境，把握
好自主创新与理论互鉴之间的关系，增强学术研究的理论自觉，形成一系列可
供使用与延展的属于中国政策执行研究的术语、命题、原理甚至话语规则；同
时，也要以充分的理论供给去支撑国家的治理供给，这也是中国政策科学走向
规范、树立尊严的必由之路。

当然，本文的研究只是一个起点。由于本领域的交叉性，本文并未也不可
能穷尽这一领域的所有文献。另外，像大多数采用多视角思路的研究一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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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也并未对文献样本的统计情况着墨更多。笔者希望在有限的文章容量内，尽
可能地向读者展现这一领域近年来相对重点的研究工作和总体图景。其中难免
存在的遗漏与不足，还有待学界同人补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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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１ － ３２５．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Ｓ． Ｊ．，＆ Ｈａｒｔ，Ｏ． Ｄ．（１９８６）．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９４：６９１ － ７１９．

Ｈａｄｆｉｅｌｄ，Ｇ． Ｋ．（１９９０）．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２：９２７ － ９９２．

Ｍｉｌｌｅｒ，Ｇ． Ｊ．（１９９２）．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ｔｏｏｌｅ，Ｌ． Ｊ． Ｊｒ． （１９９５）．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５（１）：４３ － ５７．
Ｐｒｅｓｓｍａｉｎ，Ｊ． Ｌ． ＆ Ｗｉｌｄａｖｓｋｙ，Ａ． Ｂ． （１９７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Ｈｏｗ Ｇｒｅａｔ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Ａｒｅ Ｄａｓｈｅｄ ｉｎ

Ｏｋａｌａｎｄ．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Ｓｉｍｏｎ，Ｈ． Ａ．（１９５１）． Ａ Ｆｏｒｍ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１９：２９３ － 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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